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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知识和实际政治之间的相
互构成的关系。即实际政治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学问，
而学问又如何影响到实际政治、实际生活的发展。政治
学者如何在他的学问中体现他个人作为知识研究者的身
份（不限于象牙塔中的也包括在社会上、政治上的身
份），而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又如何影响到自己
的学问。 

    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西方、日本在研究中国的历
史中如何凸现出西方、日本的学者在了解自己的身份跟
国家、集体的认同过程中来透过对中国的研究表现他对
自己社会的期许。这样的研究我觉得相当适合从中国研
究中拿到政治学研究里来看，除了我们在一般的中国研
究中看到中国研究者和中国这两个过程（我们把研究看
作一个过程，把中国也当作一个过程）如何彼此互动相
互强化，这样的思路也可以拿来理解政治学和政治学者
之间的互动。 

    以台湾作为今天的切入焦点的话，显而易见在台湾
政治学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两岸关系。因此使得台湾政
治学的发展就和两岸关系形成了一种紧密相扣、无法区

分或者说是血肉模糊的关系。在学者研究中你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研究是一个所谓纯粹、客观的学术研究
还是它夹带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也就是政治学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模糊，不易区隔。 

    我从台湾的经验来重读西方的政治学的时候，忽然间也惊觉到西方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
形。西方的政治学者和他政治学各种知识得以酝酿发生的社会背景彼此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互动关
系。从台湾的情形来讲两岸关系的课题，老实讲我有时候都不太愿意深入的谈，尤其是近几个月。我记
得台湾三月大选之前，广西社科院和我约好一选完就去介绍大选的情形，当时选完我去的时候就和他们
说：我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亡国之民的感觉，都不太想谈两岸关系。不过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反省的话
还大有值得我们深入检讨之处。 

    今天分成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是政治学研究如何去影响到台湾实际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再找
一个理论或者一些事件来检讨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的发展怎么样影响到台湾政治学者所作的研究。 

    这些都和西方政治学息息相关，台湾主要的政治学就是美国政治学，讲得不好听是一种学术的指
引，好听一点就是台湾的学者学习西方各种尤其是英语政治学界的观念、技巧，他的灵活性非常大，学
习的速度非常快，有点像台湾的商人能迅速的模仿世界上各个名家的品牌，有时候在表面形式上做的更
精巧、更漂亮，包括诸位马上联想到的台湾的选举。国外的朋友包括大陆学术界的同仁以及大陆在海外
的一些民运人士很喜欢去看台湾的选举，当然这次是稍微出了一点状况，但一向是井然有序，譬如投票
怎么投大家好像都是生活常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台湾已经接近先进民主之林了，我和他们聊天的时侯
说：你们常常认为台湾投票投得这么好，甚至比西方的民主国家还要好，投票投完了两个小时就知道结
果，整个电脑连线，算票等程序都是井然有序，包括民政部的同仁在设计乡村选举的时候整个投票过程
也参考了很多台湾方面的经验，但这是否就是所谓的民主？我问西方的学者说：“在你们的经验里有没
有哪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按照宪法来运作而能称为民主国家的？”他们听了就愣了一下，宪法当然讲的
是有宪政府。“有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它的领导到它的人民从没有把有宪政府这样的观念放在心里，
当作是政府施政或者人民监督政府时的一个参考依据而仍然能称为民主国家的？”这个问题让他们思考
了一下。我的意思就是台湾的选举其实和台湾的政治学很像，它从西方翻过来，把表面上所需要所有的
技术统统学过来而且学得更好、发展得更精致。但这完全不能够代表台湾选举文化之下的民主发展就是
往西方意义的民主在发展。 

    台湾政治学长久以来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美国的，我们回到台湾后要用美国的政治学来看台湾的政治
以及从台湾看世界的时也是用美国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心理因素在里边，台湾
同殖民地脱离以后又经过了内战以及冷战的发展，一向在世界的位置是非常卑微的。台湾的学者去西方
学习一方面背负了殖民地的心态，同时也有近代中国以来的崇洋媚外以及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的背景
在里边。学到西方的学术语言之后回到台湾，很自然的要用西方的学术语言来和当时台湾的绝大部分还
没有留过洋的本土的学者进行沟通。他所采用的语言当然是本土的学者不能够理解的，而他采用的语言



往往是在问台湾的政治发展有没有在跟西方已经产生的政治理论规律在走。如果在20年之后回想，一个
政治学的法则从欧美近代历史发展经验得出来以后，如果作为一项法则当然应当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假
如它拿到台湾来有些地方不适用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会问到底是这个法则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有问
题？西方学者千篇一律会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有问题，因为人类的行为法则照说是普世一致的，如果欧美
社会能够从封建走到现代化的时侯，它的政治能够民主化，所有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社会理当走相同的
阶段一步一步的往现代化、民主化的社会走，没有走成的话就要来看一看这个社会缺什么，可能是司法
不独立、可能没有反对党，它有种种的标准根据欧美社会自己发展的经验来解释台湾社会，看你哪些东
西没有。如果从西方回来的学者也是在这样的参考基准下来解释台湾社会。当时台湾本土的政治学界和
当时的政府、统治领导当然是结合在一起的，霎时间无论是台湾的政治学还是台湾的政治发展都成为这
些留洋回国的年轻学者检察、针对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被检查的对象，被检查的人无法用本土的语言来
和留洋回来的政治学者进行沟通，因为这样的沟通本来就揭露了自己的不堪：原来对西方的政治学不熟
悉，讲英语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方音，原来西方所讲的抽象理论在概念上无法和我自己所学的结
合。在沟通中产生了一种隔阂，背后隐藏了一种心态就和年轻学者去和他的美国导师沟通时是一样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尴尬，当我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政治学语言解释台湾社会的时候俨然就取得
了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先进的优势，在这个位置里所做出来的政治学研究，不是这些年轻学者过去年轻时
他们的老师辈所能回过头来反省检讨的，因为它们好像超过了议程。如果有外国的学者到台湾来研究台
湾政治发展，我们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和自己的老师在沟通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一定要用在美国学的政治学
术语和架构来分析自己的社会，这个分析使得台湾这个好像完全陌生、难以理解的社会可以立刻被自己
西方的老师好像已经透过科学的语言已经掌握住了。他可以不会说台湾话，不了解台湾的政治人物，不
认识任何一个台湾领导阶层的人，不了解台湾过去、近代以及近来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依然
可以宣称掌握了关于台湾政治的知识，那么这种途径当然是通过我们这些学过西方语言、理论框架的人
完成。作为我们自己夹在西方和本土社会之间，采用西方的语言不得不成为一种身份上的策略。如果我
不采用西方的语言，我告诉我西方的老师说你的框架、法则放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些问题哦，因为我们这
个社会有些什么样的现象，一旦进入实际现象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深的要把台湾具体案例、事件讲
给我的老师听，他听得一头雾水、眼花缭乱，开始怀疑到底这位回到台湾的学生是他的同仁还是他的研
究对象？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陌生的、和理论框架无法结构在一起的语言，我作为他的学生在这接
触的过程中从他的同仁调回来成为被指指点点的对象。为了避免这样的身份尴尬我当然要不断地用西方
的语言来和我的老师沟通。那么这些从西方回来的学者训练出来的大量的、一代又一代的台湾政治学
者，包括我们自己与政府各阶层的领导、各种政府政策的研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台湾政治学界一定程度上和大陆有个共通性和西方不同，主要的研究经费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知识
界本身，知识界、学校本身没有雄厚的财力来支持学者来做纯学术的研究。大量的资金如果来自政府的
话，当然研究的导向会和政府的施政息息相关，当我们把西方各种各样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语言带进
了我替政府所作的政策研究以后，政府在公众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就被这些从西方回来的政治学者所渗透
甚至主导。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要学习用这样的语言，否则就无法在公众场合谈论很多问题。到什么
样的地步呢？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过去立法院在审议总统选举罢免办法的时候，在辩论一个问题，总
统选举的时候投票时要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这就有很多的辩论，有一位立法院院长他是国民党中常
会的委员，在辩论的时候就站起来洋洋洒洒照幕僚给他准备的资料讲了七点主张相对多数的理由，结果
他的结论是主张绝对多数。他坐下以后大家就很疑惑问他到底是主张什么，他说是绝对多数。道理很简
单，到底是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他也不知道，他肯定要根据政治上伙伴的需要来做决定，那么相对多
数、绝对多数的理由到底哪个是支持哪个的他也搞不清楚，当时拿错了就念错了，被《联合报》当作是
头版下面的新闻来报道。这就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必须要在西方政治学的语境里表
达他的政治主张，甚至是他的政治主张和西方的政治学语境毫无关联，可是影响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台
湾政界人物、政府里做政策规划的公务员也要到大学上课，学这些语言，以及政治学界的同仁包括我个
人以及我们的学生全部笼罩在西方政治学语境里。这时，政治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很有趣，我今天就先
举个好玩的例子。 

    美国的政治学最主流的就是美国政治研究，所有政治学的理论都是从美国政治学这个学问发展出来
的，所以美国政治学和政治学的方法论在美国的政治科学界一定是和起来教的。去看找教书人的广告，
教美国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教方法论，因为美国政治学是普世的政治学，研究美国政治学的方法就是研究
普世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去每一个学校看，教美国政治的人就要教方法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
国政治学方法论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国家和社会是分开的，国家是服务于社会的，国家许多
政策的主张、政策形成都是来自社会，所以就有政治体系的分析、政治文化的分析、分析选民如何把自
己的意见形成政纲透过政党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政治体系的人如何根据政纲来执政，执政得不好的话
回馈到社会，社会通过下次选举把执行不好的人换掉，所以整个政府的国家概念要反映社会的需要，它
有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概念在里边，在这个概念之下主流的美国政治学期刊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中间
选民理论。 

    什么是中间选民？美国是两党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选举战场上两个党竞争的时候如何能赢？
必须争取到第51％的选民就赢了，让它超过50％的那一个人就叫做中间选民。如何争取到中间选民呢？
政党就要想尽办法把它政策的位置和中间选民尽量靠近，美国政治的假设是政治人物、政党必须要反映
选民的意见，选民散布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空间中，保守主义在一端，自由主义就在另外一端，所
有的政策都会透过统计的相关性分析归纳成由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组成的向度里。如果是辩论枪支管
制，反对管制就是接近保守党的，主张管制就是接近民主党的；如果辩论堕胎问题，赋予堕胎权的就是
自由主义民主党的，反对堕胎权的就是共和党；主张减轻社会福利的就是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多一



点的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党。虽然辩论很多的议题，但这些议题经过归纳可以放在一个向度上，就是从自
由主义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发现这个特色后就发展成了空间理论，空间呢就是假设选举的议题可以透
过数量化，把候选人和选民的政策的位置放在一个从0到1的向度上，假设自由主义是0那保守主义就是
1，根据你在譬如说枪支管制、社会福利、外交政策、堕胎等政策上的立场，归纳出你在0到1的大概位
置，譬如有的人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大概是0.3，有的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的大概是0.7，极端的就是0或者
1。选民在选举议题的空间上的位置站好后，政党的领导人就可以判断中间选民的位置会在哪里。假如社
会的气氛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的话，中间选民大概就在0.57的位置，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话大概就在
0.44、0.48这样的位置。政党候选人要抓住第51％的中间选民就要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到0.57或者0.43就
可以抓到中间选民，就把你的对手挤到第49％的位置你就赢了，双方就要在中间的位置去挤。为了挤到
中间选民就要把自己的极端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立场尽量温和化，温和到可以掌握中间选民的位置
我就赢了。 

    中间选民理论也叫选举空间理论。选举空间理论叫做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候选人要如
何拿捏自己的位置。中间选民理论叫做The median voter theorem，具体的理论主张分成两点：一个是
比较松的，一个是比较紧的。 

    比较松的中间选民理论认为最后赢得选举的政策一定是中间选民选的政策，即中间选民不一定选到
他最喜欢的政策。中间选民基于政党的位置、各种咨询以及各种原因，可能不能够选到自己最喜欢的位
置，但他选的位置一定是获胜的位置。中间选民投到哪一边，那个位置就是最后政策的位置。这是指在
多人选举的情况下，多人选举单一议题空间。比如有5个政党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0到1之间，谁能够掌
握到中间选民谁就赢，中间选民最后投的位置就是最后获胜的位置。 

    比较紧的就是说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喜欢的政策位置最后一定会当选，这就比刚才的严
格，刚才的是说中间选民喜欢的不一定有这个位置，但是他所选的位置一定是赢得位置。比较紧的中间
选民理论。适用一对一的选举情况之下中间选民喜欢的政策最后一定会当选，这就比刚才的严格，刚才
的是中间选民喜欢的位置不一定有，但他所选的位置最后会是应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并不一定是他喜欢
的位置。比较紧的是在一对一的选举，中间选民喜欢的位置就一定是当选的位置，因为大家一定要往他
身上靠，掌握他的人就能赢，所以中间选民就不动如山，两边政党都要来巴结。 

    中间选民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是最重要的理论，因为它很简单而且每次预测都对，很简化可以量
化。量化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它不需要统计数字，完全是个数学模式从0到1，就可以算出结果；第二
是可以量化，可以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来收集选民的位置，归纳出0到1的位置是什么，所以它很科学。
政治学家在经济学家眼前是很自卑的，经济学的数学模式很厉害，物理学念不好去念经济学、经济学念
不好去念管理学、管理学念不好去念政治学，政治学家只要会代数就好了，哪一个物理学家拿一个三角
函数政治学家全部举白旗投降，觉得是最伟大的政治学大师。台湾也学习美国政治学的风潮，所以什么
东西是量化的就是最好，中间选民的理论当然也就到台湾来。大量的社会量表来发现中间选民何在，研
究方法也引进台湾，用掉台湾政治学界最多的资源，光是做社会调查所用的资源就超过所有台湾政治学
界所有可以用来做研究的资源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很少数的大概5％的人掌握了50％以上的资源做这个社
会调查。社会调查随着台湾选举的发展就越来越流行，不但学术界做、政府的研究考核委员会做、每一
个政党都做甚至个别的候选人也开始做社会调查。在近5年发展，每一家报社、每一家有资源的电视媒体
都做自己的社会调查去找中间选民在哪里。 

    中间选民理论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理论，如果我们坚守中间选民理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拿这
次2004年的3•20大选做判断，3•20大选完全符合中间选民理论最原初的形态，是两组候选人对决，只有单
一的一极就是统一和独立，所以照中间选民理论双方应该尽量把自己的位置温和化，去找寻选民在统、
独的0到1的位置上到底在哪里就尽量把自己位置温和化。但是任何稍微注意这次3•20大选的同仁都会发现
当选的陈水扁从2003年暑假开始就采取了最激进的政策，激进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同他2000年的大选作
比较，2000年大选的时候他的选举策略是尽量的温和化，提出什么新中间路线、模糊统独问题、国家安
全至上、绝对不会推动台独等各种理论，让大家一定要放心，当时是三组候选人，根据选举空间理论
（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变种，一旦不是一对一的选举逻辑上的变化就非常大，尤其是你有两个议题空间就
更复杂），2000年大选的时候是两个议题：要不要改革和统独问题。在统独问题上三个候选人都尽量回
避，这很有趣，照理说有三组候选人的话应该先掌握住自己的核心选民，再另外开辟一个议题空间把和
你在中间选民有竞争的政党在另外一个议题上把它变成是极端的政党，但陈水扁没有，他在2000年大选
的时候非常模糊。而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他非常激进，一下推动公民投票，想要通过公民投票把台湾俨
然变成独立于大陆之外的主权体，通过各种各样的选举语言指责选举对手是中共同路人，说这次选举就
是选台湾还是选中国，尤其在选举造势的场合用各种各样非常激进的、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把选举升温
成、激化成一种统独的对决。在国民党的选举策士里这是好事，一旦你变得这么激进就丧失了中间选
民，但从7、8月开始，在不同的选举民调中可以看出来那时陈水扁大概落后15－20个百分点，采取激进
策略以后到9、10、11月就看到他的民调数字不断往上攀升，所有的其他议题从8月开始越来越少，到11
月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没有其他议题存在了，陈水扁的民调追上来，变成差距只有7－8个百分点，也有多
一点的12个也有少一点的3－5个百分点，但是各家的趋势非常明显，他一路追上来。这不是和空间理论
讲的完全相反？当时我个人觉得空间理论有问题，我了解当时国民党的策士几乎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民
进党的策士好像没有什么从美国回来的，充其量只是台大自己训练出来的研究生，都是在乡野的选举场
里混过不知道多久的，还有就是老一辈、老台独为首的包括李登辉、李洪喜这些人，他们当然没有念过
美国政治学。国民党的候选人就坚信中间选民理论，所以他们在统独的问题上认为不能表态，要往中间



靠。各种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在统、独的问题上比较不愿意选边，所以你问他是支持统一还
是支持独立还是都不支持还是无所谓，大多数人都在中间，所以国民党说他们在中间我也要在中间，要
靠近他们，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社会已经有了位置所以国家、政治人物要在中间选这
个的位置。 

    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和国民党的一些同仁谈过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我在看民意调查的趋势时
我怀疑：并不是从统到独是一个单元区，统是一个单元区、独是一个单元区，是两个向度,假如说竖轴是
统横轴是独。所以就有没有可能是又可以统又可以独，或者是既不要统又不要独？我怀疑有这样的情
形，原因是陈水扁一路追上来。我就有一种理论的假设，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所谓中间选民在所谓的统独
问题上其实是彷徨的选民，所谓彷徨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要统还是独，他很彷徨，需要有人给他指
引。国民党如果说：你是很彷徨的选民，让我变的和你们一样彷徨你们就会选我了。从对人心理的理解
好像并非如此。不是我感到很彷徨那我的领导人说让我变得和你一样彷徨所以你可以放心选择我，这好
像和人的心理不符合。 

    因为我教政治心理学，我就了解到在政治心理学里有个认知不协调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的情感和
他的认知关系之间应该要一致，假如我喜欢一个人，这个人的主张和我不一样，人就会产生情感和认知
上的矛盾，人必须要把这个矛盾加以调和。所以很多政治心理学家就透过空间这个理论，这些空间理论
家用同一批资料去做研究，用这些资料去认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空间理论可以被认
可，认知不协调理论也可以被认可。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发现：选民对于他所喜欢的候选人的政治立场
会把它曲解成和自己比较接近，比如说选民的立场是0.4，候选人立场是0.7，假如这个候选人是我喜欢
的，我就会把他的政治立场误读、误以为是0.5，把他的政策立场解读成和我比较接近，这就和空间理论
不太一样。另外更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假如我喜欢的候选人是0.7我原来的立场是0.4，我有可能去调
整我的政策立场以便来改变我和他在政策上的空间差距，我就被我的候选人带着跑，就是说我喜欢候选
人，我就会调整我的政策立场，以便来处理我在认知和情感上的不一致。假如这个理论拿到在台湾来看
的话就要进一步去问，到底是空间选民理论和认知不协调理论哪一个更适用。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到，台湾是一个殖民地解放出来的社会（照台独理论还没有解放），在殖民过程
中日本殖民者不断把台湾人当成是清国奴对待，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夕日本人在台湾发动“皇民化运
动”，把台湾当地居民变成日本天皇的子民。这过程不只是个形式而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过程。
一开始有“生活习俗改造运动”：就把台湾人（当时叫清国奴）喜欢随地吐痰的习惯纠正，要罚钱；到
你家里看到家里的窗户只开了小小的口，就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大口和你说下礼拜来要把窗打大，因为
通风不容易得肺痨病；走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人要如何鞠躬，不对就可以惩罚你。很严格，对台湾老百
姓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接着就有语言运动，日语家庭、小孩开始念日本的学校、在家里讲日本话可以得
到什么样的待遇、小孩长大了可以去日本念农、医、行政。很多早期的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念行政来念法
律，无独有偶，诸位可以发现战后隔代遗传的话，今天知识界领导台湾独立运动的不是念医的就是念法
的不然就是念农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隔代遗传因素在里边。“皇民化运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日本人
不是清国奴了，清明把大家叫起来把祖宗牌位丢到中间去烧掉，中国人祖先就烧掉了，在祖宗牌位上供
奉日本的天道大神，有的地方是把祖宗牌位放在神龛后面前面是天道大神。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动员的
过程，不是一个随便讲讲的过程。所以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的后期就变成日本人了，瞧不起中国人。二战
后台湾回归国民党去统治，你是清国奴现在来统治我？！而且清国奴还告诉我：你是皇民？你怎么做皇
民？是非常不道德的！台湾人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困扰：如果他是中国人他瞧不起他自己，他的整个文化
视野是日本的，就象今天我们从美国回来的一样跑到台湾用美国的视野去检证台湾，他是用日本的视野
看国民党的统治，怎么看国民党文化上是落后的。但另一方面自己又是中国人，他觉得他被日本进行的
殖民统治的身份有问题，就夹在某一种又自大又自卑的困境中。这种困境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东西，不断
在历史的过程中进行文化清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原地移民》，他的心态和移民差不多，但他
从没有移民过，都在原地，他要不断的去适应新来统治者的文化身份而产生这样的困惑。一直到今天，
如果我们在台湾说我们是中国人，绝大多数台湾老百姓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你和他们讲我们不要做中
国人好不好？他又有这样一种情绪，因为他觉得中国是落后的、肮脏的。 

    我记得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有一位叫彭敏敏，在1996年还参加总统大选，是台独的很重要人物，后
来通过美国CIA的帮忙偷渡到美国去，90年李登辉大赦，他回到台湾。按照台湾人的习俗在哪里跌倒就要
在哪里站起来，所以第一场公开演讲就在台大政治系的大礼堂，讲到台湾统一时他说：台湾要统一也要
找个卫生的民族来统一。学生在下面就哄堂大笑，年轻的学生听不懂他什么意思，我一听就很能够理
解，卫不卫生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个文明高下的问题。 

    有次我在旧金山开会，谈到两岸关系有一位华裔的学者在台上讲，下面有一位台籍的学者听了很不
高兴，他在讨论的时候举手说你们这些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人来了把台湾的文明变得很先进，帮我们造
公共厕所，把台湾弄得很干净很卫生。华裔的学者说：你讲得没有错，日本人比中国人卫生，帮你们造
公共厕所是好事，但你是中国人阿，你应该把自己搞干净，怎么能人家给你造厕所你就要做日本人呢？
台籍的学者很生气，站起来气冲冲的就走掉了，当场很尴尬。 

    形成今天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早期的旗我们叫“八炬旗”，就是日本的旗子。台独联盟在周六、周日
租的吉普车在大街小巷上转的时侯放的歌就是日本军歌，所以他们和日本的关系是绵绵密密。 

    这些知识界的领导所领导的台独运动，以及他们影响越来越多的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看法，基本从日



本的文明视野出发来看中国，中国什么东西发生立刻就把它解释成一种文化上的落后、肮脏、不卫生，
而且很快的去解释。但是自己生活的周遭呢，过年过的是中国年，吃的是中国菜，各方面都显示他是中
国人，就产生一种身份上的困惑。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把日本的东西压得很低，国民党里出现的像李登辉
这一支受到日本的影响非常浓厚的领导人，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对中国的看法需要
透过对大陆的某一种冲突来证实台湾在文明上是比较高的，台湾是民主的所以台湾一定要办选举，台湾
各方面一定要超过大陆，一定要和美国接近，一定要用美国的眼光来看大陆，台湾就俨然变成美国的同
仁、同僚、同伴而不是美国的对象，可以和美国一起把大陆当成是要被改造的对象，这种情绪的兴起当
然也有国民党内战打败的卑微意识的影响，让台湾人在身份意识上感到一种很大的自尊。所以一方面你
和他说是中国人他说是，另一方面说你不要做中国人他也觉得不要做中国人。让我感觉得台湾的统独问
题不是一个从0到1的问题，是两个单元区，有一个统的单元区，有一个独的单元区，人们夹在中间。有
人觉得不要统也不要独，这两个对我都不好，我如果主张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很落后；主张独的话我又
觉得我不做中国人心里觉得不对，所以你不要和我讲统独，我统统都不要；另外有一批人呢觉得统也可
以独也可以，你不要让我煎熬，只要说一国两制可以保持现状不变我也可以接受，你如果说台湾独立以
后两岸可以维持永久和平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一个就好，你不要再和我扯别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种人
有多少，如果设想这是两个向度的话当然有一批人是又统又独，一批人是不要统也不要独，也有一批人
是统而不独、独而不统，可以区分这四种人。我和丁守仲（国民党智库重要成员）聊天说，你要注意如
果可统可独的人占5％的话，一来一去就有10％。连战和人家说我不知道要统还是要独，那这些可统可独
的人就不会投你票。如果陈水扁坚定地和他们说独立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现状就是独立，我只要维持现
状，那这些人就投陈水扁了，因为他给了他们一个方向。丁守仲当时怎么回答我的不记得了，但我的印
象很强烈他就是用空间选民理论来回答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我想得这样，选举当然是国民党输了。 

    到了2003年8月做了很多社会量表调查，差不多到今年6月多的时候资料都整理出来，我就很好奇，
就想看有没有这种人，我就拿了其中一个题目：假如大陆和台湾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发展到相当
的程度，应该推动两岸统一同不同意，相当多的人同意；另一个题目是说假如台湾独立可以维持和平的
话应该推动台湾独立，也相当多的人同意。这一部分人如果我印象不错的话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我就觉
得很有兴趣，就去量表中找其他和统独相关的题目，每一个题目上都有这种可统可独倾向的人，但是人
数不一，像刚才的题目人数超过四分之一是很多的，也有的题目人数很少，但是既不想要独也不要统的
人数很多的也有。当时就觉的是证明我讲的了，我把10个题目找了出来，其中有5个测统的倾向，有5个
测独的倾向，当初设计题目的人各有各理论上的目的，这10个题目本来不是摆在一起的，设计方法也就
不同，但对我而言都是测老百姓对大陆的情感倾向和对台湾独立的情感倾向。所以把它们的答案作统计
相关性分析，分析出来果然有两个单元区，但是再进一步一看和我设想的统的一个单元区、独的一个单
与区又有不同，它不是说有一组答案在独的问题上是正，另一组答案在统的问题上是正，它并不能把答
案区分成这两组，如果能区分成这两组就对了。在统的问题上有一组答案和统是完全正相关的，和独没
有关系，而另一组答案和独是正相关的，和统的这些题目没有关系，这就对了，这比我原来做的理论预
计更好。它是两个什么单元区呢？其中一个单元区和统是正相关，和独是负相关，这和空间理论预测的
是一样的就是0到1 的关系。有一大组的答案在统的问题上倾向1的话，在独的问题上就会倾向0，这和空
间理论预期的完全一样，这就表示台湾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在统独之间作选择的。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
向度，这个向度是在过去做台湾统独选举研究中从没有发现的，发现这个向度上的答案和统是正相关和
独也是正相关，那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统是0独是1，假如1这边是可统可独的话，0这边就是反对统也
反对独，中间就是统而不独和独而不同的人，在第二个向度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向度，这个向度如
果放在统和度的空间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单元区就是斜的一条线，统的人反对独，独的人反对统的，第
二条线是这样上去的就是主张可以统的人也可以独，反对统的人他也反对独，中间的那一批人就是统而
不独或独而不统的人，这两条线的交集是统而不独、独而不统的一批人，但是它的强度比较弱。在原来
第一个面向上，统独对立的人比较靠中间的那一批人，虽然统而不独但是他统的倾向很淡，不独的倾向
也很淡。独而不统的人独的倾向比较淡，不统的倾向也比较淡，所以集中在中间。在另外一个单元区可
以看到可统可独和不统不独的两批人，中间就是统而不独和独而不统的人。从第一个单元区上你可以发
现，在第二个单元区上统而不独或独而不统的人倾向都是比较淡的，因为他们在两个单元区的中间。这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陈水扁的激进的台独政策可以追上来，因为他抓的是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第一个单
元区的人已经定了，主张统的人当然是投国民党的，主张独的当然投民进党的，这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台独政策抓的是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他把可统可独的人能抓到了，因为那部分人国民党、连战已经放
弃掉了，陈水扁把主张不统不独坚定维持现状的人也抓到了，因为陈水扁说：现状就是台湾独立，我不
会改变现状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所以对于那些在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他也不错。 

    我们可以把决定选民投票倾向的因素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统独因素第一个单元区；第二个就是对
现状的安定感。对现状安定感越强的人反对你走任何往统或者往独的路线，说一国两制以后台湾绝对维
持现状要不要？不要；说台湾和大陆在各方面已经完全发展成一模一样的社会了统一要不要？不要；说
两岸绝对可以维持永久和平我们来独立要不要？不要。这种人对任何变迁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另外一种
人是可统可独的，连战也不要这种人，因为连战说：“一边一国也可以，台独也是选项不要排除统一
吗”。但你到底要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将来再说。”所以他既不是可统也不是可独，又不是不统又不
是不读，那不是把第二个单元区的人都放掉了？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理解枪击案就很明确。枪击案
打的是陈水扁，他是坚定的维持所谓台湾独立现状的候选人，打他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选举只
剩半天，枪击到底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造成选民很大的不安，选民不安的时候他就要回归到他最熟
悉的位置上去，那么这些对现状感到极度安定的就要坚定维持现状，他看连战，连战有可能主张统一，
他不要，假如他认为说台湾非独立不可，打的是陈水扁，陈水扁主张独立的话台湾非独立不可否则台湾
完蛋了。你看连战，连战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参考依据让人家来理解枪击案，无法让人家来解读枪击案到



底是什么意思。陈水扁就提供给大家一个解读的机制：因为我主张独立所以一定是主张统一的人对我下
得手或者说陈水扁主张维持现状，所以一定是反对现状的人对陈水扁下手。所以枪击案就对一部分不是
极端的人产生牵引作用，为了维护自己心里的安定就转过去了。所以从空间投票理论和中间选民理论不
能解释台湾的选举，不能解释选民的态度，同时还误导、影响了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对现实政治产生了
影响也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这是我对中间选民理论和选举空间理论的反省、检讨。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是台湾的实际政治如何影响政治学理论的发展。 

    我选的是战略三角理论。今天几乎说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的，好像没有人不谈战略三
角。这三角是：华盛顿、台北和北京。有的人听起来觉得很好笑，这哪里是什么战略三角，主要是美中
关系，台北怎么能提升到这个层次来看。我觉得这件事也不能简单的去理解。因为我们发现台北在北京
和华府之间的关系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引导甚至是指导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北京和华府预测不到的，
就像这次公民投票，他们就预测不到台北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能坚持进行，而坚持进行之后又使得不
少的美国的战略家觉得北京当时对公民投票抱的严肃态度让美国感到谨慎，极大的压力压在台北身上，
但是台北照做，照做了以后华府不能如何，北京也不能如何，反而使得华府重新思考北京到底有多认真
多严肃，这等于是在台北的叛逆性的行径中去刺激北京重新思考。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三角关系是很
值得研究的。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分析的是：台北在美中关系上产生任何具体的实际效果之前，三角关系就成为台
北学界非常钟爱的理论。为什么台北学界对三角关系这么钟爱？诸位都了解，台湾在国际上没有正式的
身份，可是在三角关系里台北是和北京、华府平起平坐的，这个战略理论非常重要，重要到它变成一种
身份策略，台湾的政府界也好学术界也好，把对自我的认识在理论层次上提升到和华府、北京是平起平
坐的，而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我们发现这种意识其实是起了作用的。国际上的学者到台湾来，和台湾
学者对话的时候，讲到国际政治没有人不是现实主义的，每个人都是讲权力均衡，讲来讲去都是这些，
他们对话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照美国的学者讲美国在世界上的兴起会不会让台湾在政治上有
所转变？按照权力均衡的理论、尤其是战略三角的理论，当一罩特别强的时候另外两罩要合作来制衡
它，有些美国学者就担心这样的问题。陈水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可能性，包括早期蒋经国开放
探亲，等于对美国做讯号，不要以为两岸永远都是对立的。因为开放探亲是在1979年华府在和北京建交
之后，对台北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造成莫大的震憾，不可能反攻大陆了你们这些人还在台湾统治个什么
劲？蒋经国为了维系他统治的正当性必须要使得台湾和大陆取得某一种关联，让老兵回来，建立文化上
和血亲上的联系，一方面制衡台独，另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人不要以为台湾是铁板一块，永远反共。这招
陈水扁不是没有用过，他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有一次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条读，他说他的2000年大选就职
演说是根据北京某些人的建议，这张纸条我到今天一直放在身上。这等于告诉美国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和
大陆就没有关系，而且我还可以照着大陆的指示来讲这个你没有想到吧，于是让美国人不要给我太大压
力，不要以为我不会转向。所以陈水扁不是没有玩这种把戏，可是从宏观的结构来看他是玩不出什么太
大的把戏，因为台湾要和大陆建立某一种战略上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从他坚定的台独意识和整
个台湾的发展方向，过去十几年的定位和走势来看是不可能的。 

    依照战略三角理论，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对我最好的情形就是这三角的关系都是正的，在
三角战略理论术语中叫做三边夹足系。三边都是正的话，对于三边而言它的得分都是正二。假如正面关
系都是一，负面关系都是负一。三边加起来都是正二，总和是正六，三边都是好的而且是稳定的，所以
有人认为三边夹足系最好。但是其他学者认为不对，因为三角关系是扑朔迷离、尔虞我诈的，不但是我
这边要正，而且你们要是负的我才觉得更稳定。有的人认为说三角战略最好的位置是另外两边和我都是
正面关系，你们两边在打架，这叫做枢纽位置。所以三角战略专家常常辩论到底是三边夹足系是稳定的
三角战略关系还是枢纽？枢纽一定是不稳定的，因为别人要破坏。三边夹足系能不能稳定呢？其实无论
怎么辩论，这两个之间有个共通性：三边的关系如何决定是三边互动的结果，是三边尔虞我诈、和纵联
横的结果，和两岸关系不大一样。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负一，这是不能改变的，这种不能改变的双
边关系能不能称作三角战略理论呢？台湾不可能为了挑拨美国和大陆的关系而建立台湾和大陆的正面关
系，把台湾变成枢纽位置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显示，台湾不断的要让美国成为枢纽，要破坏美国和
大陆的关系，而美国要维持和大陆的关系，美国成为举足轻重的枢纽位置。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也并非
如此，从冷战时期开始，1958年有金门炮战，其重要因素是蒋介石坚持不顾美国杜勒斯的建议要把最好
的军队放在金门，目的就是要告诉台湾老百姓我是要反攻大陆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姿态，把金门丢
掉的话就表示他不要反攻大陆，那他在台湾的统治个什么劲？必须要把重兵放在大陆表示他要反攻大陆
的决心是不变的，而按照美国的战略绝对不答应，希望蒋介石不要把重兵放在大陆。爆发8•23炮战美国第
七舰队来协助运输，大陆的炮当然不打第七舰队，大陆不愿意把内战变成国际战争。杜勒斯与大陆对
抗，他为什么要蒋介石放弃金门？有金门牵制大陆不是很好嘛，照三角理论来讲的话，为什么杜勒斯不
用？后来金门炮战这件事成为好几个美国畅销的国际战略教科书中的重要案例，大家研究蒋介石凭什么
力量能把美国锁在金门这个问题上，让美国不得不低头？它成为美国人的困惑。其实对我们而言道理很
简单，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表示他的决心，把重兵放在那里。毛泽东后来就发明了“单打双不大”，两岸
形成默契，两岸之间内战不停所以就不会发生台湾独立的情形。这道理在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脉络里讲是
一件非常常识的事情，美国人就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中国人在玩什么把戏？到1979年卡特政府和大陆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引发了一个辩论：美国是不是背弃了台湾？当时宋楚瑜在美国CBS电台上指问美国人
（我记得是1982年8•17公报的时候）“where do you stand?”，美国人到地站在何方？他讲这个话的前
提首先这是个道德问题，当时从1979年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人就要拉拢大陆，这是大三角
战略，大陆假如不听华盛顿的话怎么办？就要想办法制衡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台湾，那为什么要放弃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  

台湾，说台湾是它的战略包袱？为什么整个思路从基辛格到布勒津斯基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包袱，要牵制
苏联就要拉拢大陆，台湾在这里捣什么蛋。为什么没有想过用台湾牵制中国，让中国不得不成为美国牵
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一直到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意识的把台湾当作战略棋子，90年中期之前美国老觉的
台湾是个包袱，关键在我看来还是和台湾有关。台湾一直把大陆当作是自己内战的敌人，觉得自己是中
国的一部分，如果美国要介入的话就会产生金门炮战的困惑，美国人两边不讨好。如果要防止蒋介石反
攻大陆的话台湾反对，要反对一个中国的话大陆反对台湾也反对。如果今天要支持台湾的话就变成美国
要直接和大陆交涉它怎么支持台湾，台湾不会去和大陆交涉说美国怎么支持我，因为台湾不是要搞独
立，台湾变成美国的战略包袱。但今天台湾表现出来说我要搞台独，不要和大陆在一起，那美国人就可
以用台湾做战略棋子来牵制大陆，这时美国人不必直接面对大陆，美国人没有支持台独，是台湾人自己
要搞而已，美国人只是支持原来对台湾的防卫的义务而以，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变的是台湾，大陆不能
怪美国人。所以当台湾开始要追求独立而且姿态非常明确的时候，美国人就可以把台湾当战略棋子，所
以台湾变成美国的战略棋子和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台湾的统独意识息息相关。这让我们在研究战略三角棋
子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台湾之所以变成战略三角是因为台湾自己要变，台湾要变的时
候人家还不让他变，不让它变它就在里边做了很多叛逆性的意想不到的行为，把自己的身价变到可以谈
美、中、台战略三角的位置，原来没有这个位置现在变成有了，这就必须要我们重新思考战略三角理论
之所以能用在美、中、台，现在不光是台湾的学者在用，连去台湾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在用。每次在台湾
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都在谈，也有投台湾会议主办者所好在谈的，但谈起来也头头是道，让人觉得战略三
角在台湾弥漫整个天空，谈两岸关系不能不谈战略三角。 

    这个理论我感觉是政治实践出来的结果，是台湾模拟自己作为战略三角的一罩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行
为，当它武逆了美国人的意志的时候作为战略三角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李登辉可以是一个战略三角的
模拟实践者，是他做出来了，告诉大家说你不要怕，大陆绝对不敢碰台湾，大陆是个纸老虎，因为美国
盯着大陆，只要抓住美国就行，你放心好了。如果揭穿大陆是一个纸老虎，美国人还感谢你，你就变成
是很重要的棋子，当你变成棋子的时候你就和它平起平坐了。李登辉实践他的理论，然后把实践用现实
主义的战略三角理论来分析，就好像说他这个实践好像是根据战略三角理论理所当然得出的客观的战
略。但如果从两岸关系和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来看的话其实并不是战略三角理论当然能得出来的政策。因
为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就没有要推动台独，美国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个棋子。你是不是棋子，是不是可以结
盟的对象，是和自己的内部有关而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三罩彼此互动单纯可以决定的，而是和你这一罩具
体内部关系有关系，即使今天台湾把自己的位置提升到某一种战略三角的位置，它也不会改变说它不把
大陆当成是一个永久的、绝对的、持续的敌人，台湾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战略枢纽的位置，那战略
三角理论不就错了吗？因为根据战略三角理论任何理性的一罩要么把自己变成枢纽的位置就是挑拨美中
关系把自己和大陆关系变好，这个不可能，要么就是让三边都维持正面的关系变成三边夹足关系，台湾
也不会去做。那现实主义所预期的理性的战略执行者到底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我们讲台湾实际的政治把
台湾提升到可以适用战略三角理论的对象，制造了战略三角理论；另一方面台湾的实践又破坏、颠覆了
战略三角理论，因为它让战略三角理论应当有的战略弹性消失掉了，所以台湾实际的政治就影响到了国
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运用。 

    这样看起来我们起码有两个案例可以显示：政治学的理论作为一种先进国家输出到落后国家拿来看
待自己政治的一种政治学语境会改变当地政治社会对自己的认识、对政治策略的推动，另外一方面当地
的政治事件会影响到政治学理论能不能被运用、如何被运用。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在两岸关系中
的台湾政治学界，政治学，其实是政治人物、台湾的国家领导、政治学者的一种身份策略，这种身份策
略也有它的理性叫做身份理性和西方国际关系政治学家现实主义所讲的理性或者是国内政治学家所讲的
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选民的理性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身份理性凌驾于政策理性、政策偏好、权力均衡
现实主义理性的情形目前在西方政治学里还听不到、看不到。我感觉这样的身份理性在中国研究中更加
明显，今天如果把身份理性拿到政治学范畴中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到，起码在台湾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它
就无所不在的影响到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也影响到政治学的发展，从而我们可以结论说西方政治学被引
进台湾之后，它变成台湾政治学者的一种身份策略，一方面改造台湾的身份政治，另一方面回过头来也
改造了西方政治学的意义，这种改造迄今西方政治学界还意识不到、感觉不到。一方面感到很得意我们
颠覆了它，它还不知道；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很悲伤，就是我们政治的运作在它整个话语的笼罩之下无
法挣脱。 

(2004-8-20 14:19:00 点击938)

  


